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賈樟柯先生演講謄寫文本 

 

早晨，剛才我聽到陳冠中先生他談到，香港文化-八十年代對中國的影響，當時

剛剛是我成長的時候，其實我在一九七零年出生的，出生之後接受小學的教育，

是一九七七年的事了。在一九七七年讀的課本裡面，所有中文課本基本都是隔兩

三篇，便有一篇毛澤東的語錄，那在出生出來的時間，便有很多鬥爭的事，譬如

階級鬥爭，很多鬥爭的哲學，革命的哲學，便灌輸在我們那些學業裡面，那即稱

之為紅色細胞。即是這種教育滲透到各個方面，包括在日常生活裡面。譬如我們

在小孩的時候，一大早要跑步，要去鍛鍊。我們那時是集體進行一個鍛鍊，譬如

小孩時，天冷的時間，天很黑，冬天的時候，五點半便起床，六點鐘黑漆漆的時

間，大家也知道內地很窮，路燈沒開，就膽戰心驚地跑到學校裡面排隊，一邊唱

「我們是共產主意接斑人」，一邊跑步，舉起本紅色的書。但當時我們不會懷疑，

因為一出生便已經是這樣子。而從音樂的角度，我們從小開始，譬如到了八零年

的時間，十歲的時候，有首歌是每個小孩都要唱，就說我們是八十年代的新一輩，

而在廣播裡面，亦有「我們工人有力量」這類歌。但有一日，這樣的事被打破了，

我們這些小孩在調頻聽到鄧麗君的歌，台灣廣播，她唱「月亮代表我的心」，當

時立即覺得為何她唱「我」，而不是「我們」呢。這種親切感，親近感，對小孩

是一種天然的親近。後來內地開放，我們很多溫州人，他們走私了很多錄音帶，

錄音機進入中國，跟著我們便聽到劉文正、張帝，聽到很多這些流行文化。我覺

得這些音樂文化進入後，它會有一種親切感，因為這些是我們以前從未擁有過的

一種自我的歌唱，一種自我的意識，一種文化。 

 

而在讀初中時，開始有錄像帶，主要是看胡錦銓、張徹、徐克等那些電影，

然後到中三時，一直都是在看這些武俠片。這些亦是我們文化裡面的一個使命，

因為四九年以後，整個文化管理當局，他們不會讓我們知道有關江湖這個概念是

香港傳來的。譬如是魏忠賢、東廠、西廠，這些感性歷史的認識，傳統的認識，

亦都很多是由港產電影裡面帶來的一種影響。但這些我覺得並沒有變成一種自覺

性的文化意識，因為在我們學業裡面，從小便注入了身體內一股很強大的紅色文

化的一種影響。 

 

到了後來我進入了北京電影學院讀書的時候，與其他人一樣，不停的寫劇

本，要試想像中國傳奇出來，因為可以忘記自己，我們的教育便是要通俗文化加

傳奇。為何需要通俗文化呢？是因為通俗可以傳達到每一位民眾，包括鄉村沒有

知識的老鄉，而另外亦需要迴避自我的世界。因為我們知道只不過是國家的一口

螺絲釘，自我是不能存在的。所以這種習慣令我在開始寫的時候，多會是生離死

別，或在大歷史背景下的劇本。但亦可以說是從外來的文化，來自其他華語地區



的文化，因為當時我有機會看到《風歸來的人》這套電影，它講述台灣一班年青

人在八十年代的時候到城市打工的故事，我看完之後，作為一個三峽人，作為一

個在大陸長大的孩子，覺得很熟識，似乎是在拍攝我朋友的故事。我思考了數天，

想為何會這樣？後來我慢慢覺得或許是這位導演，他有自己個人的經驗及記憶，

而記憶亦可以成為寫作的一種習慣，亦都是在我們的身體裡很久也沒出現過。由

那時開始，我才意識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所以我想說明我們這一輩的中國導

演，或是中國藝術家，在出生時在血裡面有很多文化負面因素存在在身體裡面，

所謂現代化，現代性，或在從克服自身文化局限的負面的影響開始。由《風歸來

的人》使我開始這樣思考，直至有一日我看到袁牧之導演所拍的《馬路天使》，

那時我覺得我們所接受的教育裡面，是中斷傳統。這是十分重要，因為在《馬路

天使》是趙丹、周璇主演，講述上海澡堂裡面，地方之間鄰居的關係。這影片對

實質生活的一種尊敬，好熟練的，對日常生活的一種想像，日常的空間，日常的

場景在中國生活裡面已消失了很久。譬如在四九年以後，我們在大的生活結構

下，是以單位為重要核心，換句話說你是屬於每一個單位的，而不是屬於一個社

區，或是一條街道。所以，在這情況之下，這樣是對日常生活的尊敬的一種態度，

已經消失了很久，包括第五代導演他們的空間，基本上是沒有出現過日常的情景

的。譬如說西部的風光，深宅大院，想像中的空間，這些都是第五代導演缺乏這

樣的經驗。所以當我拍攝電影的時候，我看到《馬路天使》，我覺得為何會有這

樣的中斷呢？這樣的思考，是一直也沒停止過。不但只是中斷，亦是我們自己本

身對傳統所屬的，所領悟的文化，維持的一種感受。因為我覺得在大陸長大出生

的孩子，會覺得我們背後有這麼多經典，這麼多文獻古蹟，然後歷史發生的情景，

基本上來說是都是在大陸發生的，這似乎是華語文化的主體。但後來我覺得不是

這樣，很多的文化傳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包括通過流行文化的形式，然後

再被香港台灣及其他華語地區所繼承的。譬如說爾冬陞導演的新戲，就看到是《馬

路天使》的延續。亦舉例香港滿街也是用繁體字，它會對我是一種親切感，因為

我們出生時已是簡體字的時代，但我們同時亦會臨摹那些字帖、書法的，但是要

看古人的繁體字。但到了香港台灣再看到覆天蓋地都是者華人的符號，亦都勾起

了我內心那種親近感，即是血液裡面的親近包括了在語言裡。譬如說香港保留了

特別多的古語，在這些古語裡面，包括如《無間道》裡面的「差人」、「官家」等

這些稱呼。我覺得這是一種文化的延續性，所以我懷疑自己，有天然的驕傲感，

因為我們是華語主體文化的承擔者。那為何會有那麼多對自身局限的認識呢？會

令我們覺得自己的學習並不足夠，克服這種局限，一個是來自對局限本身的認

識，另一個是對來自對傳統的認識。如果我們沒辦法進行這些鍛鍊來彌補這些缺

憾，可能我們亦不能說是自己是有現代性。反過來，我亦有件事是很重要(國語)，

譬如說很多年，最近就講到文革，看了很多大陸的電影，我覺得它們是文化的大

場面，群眾運動一般大的鬥爭場面，包括口號等。對我來說這些口號是很可怕，

因它灌穿了這種意識的通俗文化，通過現代商業包裝，改頭換面，再回到我們文

化生活裡面，在這裡面，我們自身的教育及準備是很重要，譬如說，是我們文化



上的準備。這一次，我需要敏感的，調整我們自己的創作。 

 

譬如說，經常有記者或朋友問我，年青導演拍的電影，中國內地導演已經到

第六代了，最初的是在一九九零年，張導演的第一部電影，後來王導演的《冬春

的日子》，跟著有《郵差》。從九零年到，當然這劃分方法本身是有問題的，而

16 年入面，這些電影已經是第六代，這個劃分是有它的問題。但其實它有新的

情況，經常會問年青導演，九零年開始的導演同前輩的導演創作上有什麼最大的

不同呢？我覺得現代性這問題，努力。譬如說，一個作者的觀點，我覺得是如果

我們從整體上觀察，它有它進步性。之前的電影，幾乎都是意識主流形態的一種

表現，是一種主流思想的觀點，包括八十年代的《黃土地》，這亦是一套影響及

鼓勵我從事電影工作的一部電影。但主線是它並非一個人獨力發自心裡面的一種

感受，它來自一個主流，一個文化的影響。有《黃土地》，譬如到《紅高梁》的

時候，那個時候改革起起落落，八七、八八時整個社會的要求，有個改革的強人，

有意志力的人，在這時候的《紅高梁》的出現，這種精神，我覺得基本上是跟主

流要求，主流文化是非常吻合的團體性觀點。到了第六代年青導演拍電影的時

候，作者身份觀念出現變化，變成一個私人個人的觀點，這事宜，與最初我們聽

到的歌詞，從「我們是共產主意接班人」至「月亮代表我的心」一樣，過了一段

很長的時間，有一種改變，即是代表中國的導演，開始實際上用個人的經驗，個

人的感受去對這個社會現實發出自己的投射。所以(聽不清楚)影片裡，常批評那

些無理感，迷茫感，往往並不是負面的事，因為是在一個快速的變化入面，一個

人的弱點的呈現，一個作者自身的情緒呈現，或者是一個好好的投射這個時代給

我們心理造成的一個印象，或者我們可以重新回到一個真實的寫作。如果電影擺

脫工業上的寫作，我們可以回到一種寫作裡面，這一種現象，包括我認識這一種

事物，亦都是有一個過程。譬如說，突然之間我知道有位作家名張愛玲，她對以

往中國電影的整理，如《小城之春》入面，基本上是熱愛文化的人都會談及。而

我剛剛讀書的時候，這種稱為軟性電影，是沒有人提及的。因為當時是沒有這類

東西的，但後來香港電影工作者整理，舉行回顧展，我們才有機會看到《小城之

春》這類電影。中國四十年代所取得那麼現代化語言的成就，這種進取心理狀況

帶來很多美術上的改變。譬如說，為何很多年青的導演喜歡用長鏡頭的方法呢？

因為長鏡頭的方法，很多人理解是否我們因為很簡單不需要分鏡頭，拍攝快，節

省成本？其實跟本不是因為操作上的便利，而是因為有一種態度在裡面。譬如

說，我們盡量客觀的面對眼前發生的事物的一種客觀的態度，我們要有一個距

離，相對來說一個冷靜的觀察，有一種對時空裡所發生的完整時間的一種衝勁，

打亂它的進行，如荷里活的電影語言，在語法裡面突破它，令觀眾在那裡選擇自

己所需要的信息，這種態度，我強調的一種態度，沒有絕對的客觀，沒有絕對的

冷靜，取決於那畫框本身已是電影的選擇，它是代表導演的態度，這種意識，正

是所謂的公共意識，平等意識，自由意識，滲透在電影語言裡面。所以我覺得不

單只是電影內容的思考及現代性，亦都有一種電影語言本身所透露出來作者的現



代性的努力，包括在描述探討電影入面。我們要面對的基本上是邊緣人等等，我

覺得這些都是很自然的情況。如人的邊緣化，九零年以來，中國發生最重要的一

個改變，在這變化裡，原來的工人，他有穩定的收入，在國家工廠內打工，以國

家工廠內的工人為中心以建立自尊心，無論怎樣，會是工人是國家的主體這樣。

但是這承諾改變了，一夜之間他們要下岡或沒工作了，這樣的一個邊緣化，是發

生在中國九零年代以來的一個重要事情。那很自然對現在當代問題敏感的藝術

家，會捕捉這樣的現實存在的問題。問題在於電影能夠在如此巨變的社會裡，可

以承擔一個使命。 

 

我一直認為個人努力是有限的，具體每一部分作品的能力都是有限的，但是

我覺得藝術、電影的力量都是很強大，因為我會認為電影到現在為止，都是我們

選擇自由的一個好方法，因為可以作為一個很公共的演出。八十年代的時候，女

權意識仍未普及，但已開始有大量電影一直探討女性問題，通過電影的討論，女

性可享受的自由空間，作為一個意識，是可以有一個較寬闊存在的自由空間，包

括同性戀，如李安導演的《東西宮》，及幾套電影也有談論這個問題。今日同性

戀的問題亦可以在中國很流行的官方公共媒體上討論，同性戀存在的空間慢慢打

開。所以我覺得，我們選擇電影這一種方式，作為第一個層面來說，是我們自我

對現實的反映，心理上的反映，作為個人寫作的快樂。同時亦能夠擔負參與社會

改造、改變，或是推動我們生活上自由的作用。 

 

這幾年我覺得中國從開放到現在，一直都強調經濟現代化，物質現代化，但

人的現代化，人意識的現代化，一直都是在做推動工作。我們七十年代出生，八

十年代接受教育，我們會覺得這些電影工作者，已經是願意承擔這樣的社會責

任。責任感仍是…即是他們有種社會的理想，改變社會的理想，改變國家的理想，

在我們工作入面有所灌輸，所以的覺得這亦是我們的使命，亦都是我們的價值。

可能會是一個負擔或者是包袱，但在我們成長的過程受到公共事物的影響，例如

在我記憶裡面，有人被人推上台上毆打，八十年代改革開放，八九年有一些難忘

的記憶，公共事物發生在政治意識形態，社會裡發生的公共事物，有大量集體的

記憶存在於我們的感情裡面，它是會化作一種社會意識，一種責任。這可能是我

們所謂的背後支持的一種力量，亦可能是我們的一種包袱，是我們好珍惜的存

在。零零散散的就談這麼多，我覺得就是所謂談到現代性這個問題，我有兩點想

說明：第一，找到自己身上負面的文化因子克服它，另一方面，對傳統對我們過

去的文化有種敬畏，多謝！ 


